
引用本文: 曹红梅,杨本华,顾海. 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与远程医疗的伦理困境之解决[J]. 河海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2,24(4):35鄄39.

DOI:10. 3876 / j. issn. 1671 4970. 2022. 04. 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904082)
作者简介:曹红梅(1981—),女,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医院管理研究。 E鄄mail: caohongmei1981@ 163. com

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与远程医疗的伦理困境之解决

曹红梅1,2,杨本华3,顾摇 海1

(1.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摇 210008;
2.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江苏 南京摇 210008; 3.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摇 230031)

摘摇 要:远程医疗伦理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伦理评价中的理性缺陷,以及远程医疗利益

相关者之间沟通的不确定性、异质性与对话普遍诉求难题。 解决这一伦理困境需要运用对话伦理

学的对话理性优势以克服传统伦理评价缺陷,以对话不断解决对话认识的开放性与异质性问题,并
付诸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实践,最终达成伦理上的完善,由此建构一种不断在

对话中进行且未来可行的动态多元远程医疗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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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远程医疗在现实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研究颇多,其中伦理困境方面也多得

出相近结论,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远程医疗伦理困境

中的数据隐私、责任、医患关系、医疗公正、医疗效

果、医疗人员临床技术等方面。 如国外学者曾总结

了常见的远程医疗伦理问题为:医患关系、连续性护

理、数据安全认证、许可、同意、保密、报酬、管辖范

围、隐私、电子处方、护理质量和标准等[1鄄2],国内如

翟运开等学者提出信息安全、隐私权、责任、医患关

系、医疗伦理的法律问题[3]。 除此外,远程医疗相

关者角度的伦理困境考察也有一些成果,如 Chopard
等注重同意授权、法律明确、保密追踪等问题[4],还

有如杜红波等从患者、第三方远程平台、求诊端医

生、远程端医生等角度考察了各个不同主体所存在

的伦理困境[5]。
可以看到,在学界的研究中,对远程医疗的伦理

困境现象及其危害的思考,大体从以下几方面得以

展开:远程医疗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医患关系变化

及其可能带来的医患关系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因电

子医疗信息隐私安全无法保证而导致的隐私数据滥

用问题;远程医疗过程中的医疗事故法律定责问题;
医疗公正问题在远程医疗中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现

象的恶化会使得医疗卫生事业未来发展面临社会舆

论与法律制裁的压力;远程医疗过程中的经济伦理

困境,这一困境会带来诸如医院不再投入远程医疗

设备建设的情况,从而阻碍远程医疗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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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针对以上各种远程医疗伦理困境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之道,但主要是从具体的技术层面解决医

疗伦理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99 年 3 月

24—26 日由伦敦城市大学健康科学研究所举行,法
律伦理和远程医疗风险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医疗

进展会议上,诸多同行专家讨论指出:目前反对远程

治疗的人提出的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并不是远程

医疗所特有的,而是一般的医学和保健问题,同时也

提出了诸如安全保密、同意、责任与标准、临床治理、
产品责任和安全问题等针对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的解决方法回应[6]。 这是对远程医疗伦理困境问

题合法性的哲学、理论层面反思,且这一讨论提出了

一种新的解决远程医疗伦理困境的哲学层面的方

法。 目前这一研究范式国内外关注较少,本文则主

要基于对话伦理学的思想对远程医疗伦理困境进行

哲学反思[7],并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一种对

话伦理学基础上的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以期达成

一种远程医疗伦理困境的解决方法。

二、远程医疗伦理困境及其原因

上文已提及在第二届国际医疗进展会议上,诸
多国内外远程医疗同行专家便已经开始反思目前的

远程医疗伦理困境的问题,并最终得出这种伦理困

境并不是远程医疗所特有,而是一般的医学和保健

问题的结论[6]。 我们认为远程医疗伦理困境的问

题实则可以在被归纳为一般医学的伦理问题基础

上,进一步被归纳为传统哲学伦理学本身的困境,而
这一问题具体在远程医疗上,则产生了上述学界研

究中呈现的远程医疗伦理困境问题。 反思其原因,
则可以得出远程医疗传统评价的理性缺陷、远程医

疗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不确定性与异质性和远程医疗

利益相关者对话普遍诉求的难题 3 个部分。
1. 远程医疗的传统伦理评价之理性缺陷

远程医疗伦理困境产生的很大原因是远程医疗

中产生的伦理问题难以评价和判断的问题,这其中

的关键则是基于人的理性的传统伦理评价在远程医

疗过程中面对多种利益相关者情境下的缺陷,盖言

之,传统的伦理评价是单数的、第一人称式的范式,
忽视了他人意志的现实问题。

从上远程医疗伦理困境中的隐私、责任等案例

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两种伦理评价的基础,一
是自边沁、穆勒以来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冶的

功利主义评价体系,二是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评价

体系。 因此,这些远程医疗伦理评价往往要么以远

程医疗带来的实际收益亏损来衡量,如患者医疗花

费减少、医院治病效率提高等因素来衡量;要么以远

程医疗中的伦理主体的道德动机为衡量,如远程医

疗中医生的动机与责任判断、医生使用患者电子隐

私档案的动机等。
然而这些远程医疗中的传统伦理评价之所以会

陷入伦理困境,则是由于这种第一人称式的、单数的

范式忽略了远程医疗过程中的他人意志现实。 如以

功利主义来计算,虽然患者花费减少了,带来了幸福

的上升,但却忽略了医院方的设备成本上升问题;再
如以义务论来评价,道德的规范约束虽有一定作用,
但主体的动机仅有主体自己知晓,其他人难以判断,
这实则也是忽略了他人意志现实的体现。

2.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沟通的不确定性与异

质性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的构成主要是医生、病人、
医院、政府、远程医疗器械产商、远程医疗研究人员

等。 基于对话伦理学的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对话实

践对于远程医疗伦理困境解决还提供了一种对困境

产生于利益相关者多主体关系原因的认识,即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与异质性。
如上所说,远程医疗伦理困境是由于传统伦理

评价忽视了他人意志现实的问题,而如果考虑到这

一现实问题,则带来的便是多主体之间的沟通,换言

之,即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然

而,当伦理评价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或者说涉及多

个主体的时候,评价的标准与运用便显得有些困难。
不论是传统的义务论,还是功利主义的伦理评价模

式,显然在多主体面前总会出现无法周全的困境,如
从义务论角度便无法判断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伦

理性质,从功利主义角度也总会为了“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幸福冶而缺少对少数部分群体的关注。
而对话伦理学便是考虑到“自我—他者是一个

不可简化的伦理和认识论单位,自我—他者和自

我—他者—客体在对话思维、交流和相互作用方面

是相互依存的……是动态的、多音的、开放的和不确

定的,它们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不是固定的、透
明的,而是不断变化的、隐藏的、揭示的。冶 [8] 即对话

沟通各个主体之间是动态、变化、不固定、隐藏、异质

的,诸如医生、病人、医院、政府、远程医疗器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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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研究人员等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

系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主体之间的沟通必然充满

不确定性、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如
医生关注作为职业医生的收入与治愈病人的职责需

要,病人则更注重身体得到康复以及花费较少的医

疗费用,医院重视治愈病人的效率同时提高医院收

入,政府则关心规划与指导医疗单位发展,器械生产

商则热衷于远程医疗器械的出售情况,研究人员则

更重视医学研究的进展,每个主体的异质性体现在

出发点与主体需要不同。
3.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对话普遍诉求难题

远程医疗中的伦理困境产生,还源于难以建立

普遍的伦理标准,这是因为不论是功利还是道德义

务的普遍诉求,在具有多主体、多利益相关者的远程

医疗中往往会出现伦理上的困境。
他人意志的现实与多主体之间对话沟通的开放

性便已经决定了对话方法的普遍诉求难题,在多主

体的开放沟通中,如果我们将他人意志的问题考虑

在内的话,就必然会出现多种意志冲突的情况,将之

放在远程医疗当中,则是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博弈。 举例来说,医生、病人、医院、政府、远程医

疗器械产商、远程医疗研究人员,这些远程医疗利益

相关者之间各自利益追求不同,当我们试图在这些

主体对话间建立一个普遍诉求时,会发现诸如医生

怀疑远程医疗器械的可靠性与远程医疗研究人员对

远程医疗研究推进的渴望、病人追求更少的钱来治

愈疾病与医院经营收入、远程医疗器械产商追求销

售器材以及医院对远程医疗器械成本的考虑等许多

的矛盾冲突。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对话的普遍诉求难题不仅

是由利益相关者不同主体所决定,也是由各利益相

关者对话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异质性所决定。 在各个

主体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动态变化,如患

者就医想法的改变、医生是否决定使用远程医疗设

备、政府对待远程医疗的政策态度的变化等,这些使

得平衡远程医疗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变得更加

困难。

三、远程医疗伦理困境的对话
伦理学解决策略

摇 摇 解决上述这一远程医疗伦理困境的关键便在于

如何运用一种新的视域重新审视远程医疗中的伦理

困境问题,而基于对话伦理学的利益相关者对话实

践正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1. 对话理性优势与传统伦理评价缺陷的克服

如果以对话伦理学来反思远程医疗的传统伦理

评价中的理性缺陷困境,远程医疗过程中的利益相

关者多方对话实践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途

径。 “对话伦理学并不以在先验抽象中寻找真理为

前提,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泥泞爷中进行交流,即伦

理学的寓所的持续紧张的冲突冶 [2],远程医疗的伦

理困境问题解决并不在于寻找一种抽象真理,而应

当是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地进行沟通对

话,在对话过程中形成的“对话理性冶是克服基于

“个人理性冶产生的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如哈贝马

斯所言,“只能在论证过程的交锋中,迫使每个人设

身处地地考虑到所有其他人的观点,进而能够产生

出一种让绝对命令真正有效的实施冶 [9],在对话过

程中,远程医疗的各个主体都能够在不断地“斡旋冶
中考虑充分考虑他人,最终达成基于“对话理性冶的
实践,而因为忽视他人意志现实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也由此得到解决。

2. 对话认识的开放性与异质沟通的解决

在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困境现实下,对
话伦理学肯定了这种现实的开放性,即肯定远程医

疗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远程

医疗领域存在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现实必然会导致相

关伦理困境的出现。
在认识到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可避免的

沟通不确定性的困境现实下,对话伦理学提出了正

视这种开放性而不断对话实践的解决方法,即远程

医疗的伦理困境最终只能通过利益相关者不断对话

实践,从而达成一种和谐的相互关系与共同责任,也
只有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的泥泞冶中的对话实践,才
是对话伦理学的寓所所在。 可见,这与传统的伦理

学追求一种普遍诉求不同,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对

话并不是建构一种普遍、稳定的伦理评价标准,而是

肯定这种普遍诉求的困难。 这一认识使得我们不再

纠结于某种可以广泛推广的伦理评价标准,而重点

关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实践,以期望在具体的

实践过程中达成一种不断协调而又动态的和谐交

流。 这样的对话模式所强调的沟通,根植于远程医

疗过程中的多主体交流的普遍诉求困难,这样便有

着先天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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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话实践的展开与普遍诉求的无限进程

面对对话的普遍诉求困难,对话伦理学提出了

“对话方法遵循唯一性和整体性的思想,即人的整

体性。 这就意味着,对话方法并不寻求基于归纳方

法的‘普遍真理爷和‘普遍有效知识爷的概括。冶 [8] 这

运用到远程医疗中则是对于远程医疗伦理问题解决

追求一种普遍伦理评价标准的怀疑,即重新认识到

远程医疗中行为的辩证方面。 举例来说,某一种行

为可以在一方面是伦理善的,也可能在另一方面是

伦理不善的,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使用一种普遍的、单
一的伦理评价来对远程医疗中的行为进行评价。 如

哈贝马斯所言:“人们从合目的性、善和正义等不同

的角度,期待着实践理性提供不同的功用……道德

理论一旦摆脱了第一人称单数的提问视角,就会触

及一种他人意志的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提出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冶 [9]

这一完全不同的问题,便是对话伦理学所需要

解决的主体间沟通问题,这种沟通的不确定性决定

了对话方法普遍诉求的难题,而解决的方法只有回

到“交互主体冶,回到一种对话伦理的多主体对话之

中,这有利于我们“摆脱意识范式,让合理性不再依

附主体,而是依附‘交互主体性爷,就这样让思想进

入针对‘去自我中心爷的逻辑冶 [9]。 这样多元对话的

交互主体曾被哈贝马斯以对话原则概括,即“只有

那些符合每个人的权利与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相兼容

的规定才是合法的冶 [10]。
因此,远程医疗中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多主体所

带来的伦理困境,最终仍需要回归到利益相关者的

现实对话实践中去解决,只有在多主体的共同参与

对话实践基础上,远程医疗的伦理困境解决才能得

到完成。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的

远程医疗评价可能

摇 摇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实践是建构一套合

理的远程医疗评价体系的理论途径。 首先,作为目

的本身的对话实践在伦理上具备了先天的完善优

势;其次,目前国内外远程医疗评价体系的差异多元

现状,不仅提出了远程医疗评价体系建构的难题,也
内在地呼唤着多元对话实践以及一种基于对话的远

程医疗评价体系的产生。

1. 远程对话实践可能与伦理上的完善

在上文对远程医疗过程中的伦理困境产生原因

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提出了对话实践对于解决远程

医疗伦理问题的理论价值,不仅如此,这种对话实践

更是在伦理上存在先天的完善性。
在对话伦理学者看来,真正的道德性只能从自

我和他者之间自由、不受限制的对话中发展出来。
在这样的对话中,自我中心的、超理性自我的严格界

限被打破了,这个自我获得了对他者的新的认识和

尊重。 差异性不再被认为是外来的或具有威胁性

的。 这样建立起来的对话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为

它建立了一种相互关系、共同责任和主动关心的关

系;与此同时,对话者的自主性最终得到了保留———
在真正的对话中,有一种交融和距离的综合体[11]。

道德、伦理上的完善从打破单一主体的模式开

始,便必须考虑到多主体之间的自由关系,只有当主

体间的差别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威胁的对立面

时,这样主体间对话的新认识便是一种“相互关系、
共同责任和主动关心的关系冶 [11]。 且这种共通的交

流并不会减少每个主体自己的自主性,从而达成一

种和谐的多元共生结构,这样的对话实践在伦理上

具有一种天然的完善。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的可能性便在于

发挥对话实践在伦理上的先天完善,作为目的本身

的对话实践能为远程医疗评价体系提供一种克服伦

理问题的手段,达到在伦理上的完善。
2. 远程对话实践的必要性与现实困难之应对

目前国内外的远程医疗评价体系差异多元现象

便是主体化与缺少对话所致,加之我国目前的远程

医疗评价体系亟待建立的现状,更需要远程医疗利

益相关者对话实践的践行。
国内外远程医疗评价体系多样,如 Ohinmaa 等

提出了绩效、结果、成本、可操作性、保密性等在内的

五维模型[12];Rashid 等提出了功能、技术、应用模型

等诸多远程医疗评价模型,并最终提出一种涵括人

类(服务提供者和患者 /客户)、系统(组织和技术)、
环境(社会和规则 /法规)的远程医疗评价综合模

型[13];Chang 深刻地指出了“必须充分理解一个全

面的、多边的评估框架,以汇集政府、医疗保健部门、
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公众的意见。冶 [14] 此外,国内学

者许新鹏等整理国外远程医疗应用评价得出多是关

注特定病种的医疗服务效率、规范等,提出关注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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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合作的重要性[15]。
在我国,远程医疗可以用来解决卫生资源配置

的许多问题,然而我国的远程医疗广泛实践与地区

发展不均衡,机构间协作的不协调等现实因素却制

约了远程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急需立足于国内

远程医疗实践经验和政策目标,通过理论研究、规范

研究和专家访谈等构建远程医疗协作绩效评价体

系。 而国内外的远程医疗评价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主体性因素而体现为某一种病种、某一个

机构等现象,学界也已开始呼唤一种“多边冶 “多主

体冶的远程医疗评价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话

伦理学与利益相关者结合的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的

对话实践,或许能为如今远程医疗评价体系提供一

种多边沟通的可能。

五、结摇 语

综上所述,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对话伦理学的多

主体对话实践在解决传统远程医疗的伦理困境上有

着理论优势,对话理性不仅能够克服单一主体的理

性缺陷,且能认识到对话的多主体之间沟通本身的

不确定性与开放性,肯定多主体之间普遍诉求的困

境。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对话伦理学这种

后传统、后普遍的道德探究对话方法尤其适合远程

医疗的医疗形式、组织过程等方面冶 [7],而远程医疗

中的对话主体间的关系则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取

得具体开展的逻辑。 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

的未来内在于对话实践过程之中,医生、患者、学者、
政府、远程医疗器械制造商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具体

对话实践过程将塑造一个多边的、多元的、可能的、
可行的远程医疗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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